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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

本书从战后日本出版物中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的视

野，分析了战后日本社会转型时期的阅读取向和媒介环境，

勾勒出了战后日本出版物中价值取向的变迁过程，并在社

会变迁的脉络中考察了出版物在出版载体、内容和价值取

向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，对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做了具

体的论述。



第一章　绪　论

１．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目的

１．１　作为“酵素”的印刷媒介

媒介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联始终是媒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

题。Ｌ．费夫尔在２０世纪中期曾就出版物和现代社会的形成之间

的直接互动关系做过开拓性的研究。Ｌ．费夫尔在《印刷术的出现》

中称，在西方社会中，作为物质形态的书是一个迟到的晚辈，从１５
世纪中叶起，它开始为一般人服务。书是１４５０年前后才出现的，这

时一些不同寻常的抄本开始出现在西欧的北部地区。这些抄本的

外观看起来与传统的抄本没有太大的区别，但其字迹是利用印刷

机通过活字印在纸或者羔犊皮上的。印制的过程虽然简单，但还

是令人感到好奇甚至惊叹。实际上，这是新一代的书籍，这种书籍

不仅让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而且也让最主要的读者

群———教会人士与世俗的学者得到了全然不同的工作环境。

这里所说的书籍显然是现代意义上的作为大众媒体的印刷

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Ｌ．费夫尔不但开创了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书

籍的先河，而且让人们思考这样一些问题：随着新媒体的出现，书

籍的未来也越来越不明朗。书籍究竟适应了人类的何种需要？在

人类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，它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？

Ｌ．费夫尔认为，文艺复兴是印刷文化的直接结果。在文艺复

兴之后，欧洲又迎来了另一个伟大的时代和一个骚乱的时代。在

浪漫主义的旗帜下，新的革命思想和情感得以产生。在随之而来

的工业社会中形成了一种阶级意识，这种意识又在驱使人们采取

行动，去实现自己的要求。Ｌ．费夫尔指出，在理解印刷书籍的历史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作用时，必须注意到的一点是，它对于人们观念交流的方式产生了

巨大的影响。因为欧洲社会本质上是贵族统治的社会，而且，在印

刷术发明前后，始终遵奉一种长期的文化传统，学习被看成是某些

社会集团所应独享的权利。但是，印刷书籍却最终改变了这一切。

Ｌ．费夫尔还认为印刷书籍怎样改变了社会上各种不同的关系是一

个值得研究的课题。此外，印刷术是如何形成传统的延续的也同

样值得研究，如印刷术是如何把古登堡时代的人与希腊、罗马、早

期基督教会等三大古文化连接贯通的。在印刷术发明以后，欧洲

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，１４９２年起，欧洲人开始

海上探险，而在这之前，欧洲人所拥有的阿奎那时代的世界观与２
世纪的托勒密并没有太大的差异。印刷术早于地理大发现，也早

于地动说，印刷术在当时诸多的变化里扮演了其所应该扮演的角

色。①

此外，还有观点是从阅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视角来分析印

刷物对于社会变迁的影响的。在分析英国的近现代阅读文化史

时，Ｒ．奥尔蒂克认为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阅读文化根植于历史的

深层，绝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，它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，主要

有政治的、宗教的、经济的和技术的因素。② 与以往相比，在工业社

会的生活环境中，阅读开始变得日益重要，普通的英国人在现实生

活中迫切地感受到了各种必要的需求。如一个稳定的工作、较好

的收入和工作环境、组织工会的权利和在政治上的影响。工业化

的生活环境对于个性和自我形成了压制，长时间工作在工厂和店

铺，使人们在精神上不堪重负，人们在业余时间希望能找到消遣、

宣泄和解脱的渠道，而“图书和杂志是显然的答案”。③

Ｒ．奥尔蒂克强调，社会生活对于阅读并没有直接的影响，有的

生活因素有可能会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，有的则不利于人们养成

阅读习惯。就应如何理解普通的英国人为何会成为读者来说，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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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的是要考察当时占主流的社会和政治观念以及宗教信仰，必

须分析人们的主观意识，这种观念形成于几个世纪以前，并且在法

国大革命的恐慌中得到了强化。……实际上，从一个新的角度来

看，大众阅读的历史可以看作是英国民主化的历史。①

也许可以这么说，最初的识字和阅读能力带给个人的是力量，

但在更多的人获得了识字能力之后，给社会带来的则是民主化。

事实上，英国的阅读文化史也说明了这一点。

１７８９年，酝酿已久的法国大革命爆发，革命所带来的社会震荡

也波及到了英伦三岛。１７９０年１１月，埃德蒙·伯克写了《法国革命

反思录》一书。在书中，他写到，法国革命是一场造成社会混乱的

暴乱行为，与国王的专制相比，鲁莽的大众并不会好到哪里去。然

而，最让他担心的是这种事态也会在英国发生。这本小册子出版

后很快就销售了３万多册，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

响。在由此而引起的大辩论中，最为引人关注的应说是潘恩的《人

的权利》。该书的第一部分出版于１７９１年３月１３日，在出版后数

周内便销售了５万册。１７９２年，该书的第二部分问世，在一个月的

时间内也销售了３２０００多册。到１７９３年，据说该书共发行了２０万

册。潘恩在１８０２年写道，（该书）在英格兰、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销量

在４０万到５０万册之间。７年以后，在潘恩去世时，单是第二部就

销售了近１５０万册。１８０１年，当时英国的人口总数为１５００万，如

果这个数字准确的话，在潘恩的书出版后，在１７年的时间内，每１０
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人有一本《人的权利》（第二部）。“在最初的２年

内就销售了２０万册，几乎令人难以置信。”②

尽管在近半个世纪以后，当 Ｗ．克莱尔再次就１８世纪的英国

阅读文化进行考察时，他认为潘恩的《人的权利》发行量为１００万册

之说有夸张之嫌。③ 但这种发行规模已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阅读

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。尤其是，克莱尔还提到，有学者认为英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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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１６９５年废除图书审查制度与英国人的心智解放有很大的关联，

这一制度性的变革有助于英国文学在１８世纪的兴起，而且，这种变

革的成功与英国人崇尚实用主义的民族精神有关。而就法国来

说，其所进行的一场根本的制度性变革是以残酷的革命为代价

的。①

１．２　几个界定

本书拟按上述理路对战后日本出版物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进行

考察。

经过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革，战后日本出版业实现了产业化革

命，创造出了发展和繁荣的神话。在探讨战后日本出版业迅速发

展的原因时，可以认为，战后日本出版物中多元化的价值取向，是

战后日本出版业中一个极为活跃的动原（Ａｇｅｎｔｓ），对于推动日本

出版业的发展和出版市场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。本书拟在社会变

迁的脉络中，就战后日本出版物中多元化的价值取向的形成和变

化过程进行一番考察，并对战后日本出版业的形成和发展轨迹、社

会转型时期的读者取向与社会意识的变化以及出版业与社会的互

动关系做一具体分析。

就战后日本出版物来说，其领域大致可以分为大众读物（Ｔｒａｄｅ

Ｂｏｏｋｓ）、学术出版物（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Ｂｏｏｋｓ）和教材（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）这三个部

分。由于本书试图从出版与社会意识的互动的视野来把握战后日本

出版价值取向的变迁过程，因而在这里不把教材作为本课题的考察

对象。再者，由于日本出版文化与我国不同，日本的大众读物除了有

一种低俗倾向之外，还有一定的亚学术特征，并且学术含量较高，这

便使得大众出版物和学术出版物之间的界线有时甚为模糊；况且，日

本的学术出版物又有通俗性的一面，有时往往很难对这两者加以区

别。本书对此将采取从该出版物市场定位的取向和在学界的影响等

方面加以区别的方法进行论述。需要说明的是在这种区分之间，有

时并不存在绝对的区别，这里所做的区分，只是本书的一种划分和界

４ 媒介与社会变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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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方法。①

在价值论中，价值被定义为人对外部世界的反映，或者是任何

有兴趣的对象。价值也可以分为客观的价值、主观的价值、兴趣的

价值、情绪的价值、实证的价值、实用的价值等层次。② 本书中的价

值取向是指表现在战后日本出版物中的人们的需求、兴趣和目的

等行为和思维方式倾向。

鉴于出版物的多样性和本书在篇幅上所受到的限制，本书在

考察战后日本出版物中的价值取向时将只着重考察其与社会转型

和社会意识的发展脉络相关联的一面，以不同性别、年龄和社会阶

层等社会分层为依据的价值取向不是本书所要着重考察的问题。

在日本，出版主要包括图书出版和杂志出版这两大领域，因

而，本书的考察范围也主要是战后日本的图书和杂志出版。

再者，鉴于经济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国民文化水准

和价值取向的形成，本书所考察的范围，主要以战后日本经济成长

前后的出版物中的价值取向的变迁为研究对象。

战后日本的出版业与战前相比具有迥然不同的传播倾向，日

本出版业在战后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出版业在一定意义上开始

成为一种产业，出版业中的读者定位机制得到了制度上的保障。

本书还考察了日本的出版媒体由专制式传播模式向信息化社会的

传播模式转换过程以及读者价值取向、读者心理以及读者需求在

市场化的环境下对出版业的影响。这里所研究的问题实际上就是

出版业在导入了多元化的价值体系和市场化的机制后，出版业将

会发生怎样的转型和变化。

传播学中的培养理论认为，在现代社会中，电视已成为普通家

庭中的一名成员，并且，由于电视成为信息的主要来源，人们的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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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把中国大学出版社和日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做一番比较的话，还可发现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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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观、价值观和生活意识也大都通过这种信息交流被“培养”了出

来。① 虽然这一理论的主要分析对象是电视，但也同样适用于印刷

媒体。因为在影响人们观念的形成方面，电视媒体和印刷媒体具

有相通之处。不妨认为，如果说电视是通过感官的形式在对人们

进行“培养”的话，那么出版物则主要是通过观念世界，通过阅读和

思考这种互动的方式在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。

战后日本的出版业在试图影响日本的政治和国民意识方面做

出过不懈的努力。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，出版业也同其他媒体

一样，在舆论的形成和取向上起到了扶植和诱导的作用。在对战

后日本出版物中的价值取向的变迁进行分析时，本书对具有代表

性的出版业者的价值取向也进行了分析。

战后日本的出版业和读者取向的互动关系是本书的主要考察

对象。作为研究素材，本书将把不同时期的畅销书作为分析对象

之一，以把握战后日本出版物中价值取向的变迁。

１．３　由媒体看价值取向变迁的意义

历史地看来，了解日本人价值取向的变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

义。尽管人们常说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，但现实中的许

多事例表明，我们对日本某些问题的分析和认识与现实中的日本

仍有一段距离。

如在２００５年日本举行的众议院大选中，以小泉为首的自民党

再次获胜，这一结果似乎超出了我们的一些观察家和对这次选举

感兴趣的人们的预料，因为小泉邮政民营化相关法案的被否决以

及他在历史问题上的强硬姿态，至少给了我们一种印象，他的执政

方针在日本是不得人心的，甚至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。一个时期

内，只要是对日本的政局感兴趣的人，都会从相关评述中得到大致

以上的结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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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现实的问题是，小泉再次获胜，而且还是以压倒性的优

势当选。这一现象的确让我们感到困惑，不知如何才能理顺今后

的中日关系和认识现实中的中日关系。

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使中日之间的相互认知失去了机会。在

一些历史时期，中日之间的相互认知主要是通过媒体来建构起来

的，冷战时期尤其如是。正如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一些知识

分子主要通过中国的报刊等出版物来认识中国，把中国看成“理想

国”一样，对于中国来说，日本也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国度。一个时

期内，我们对日本有一种优越心理，在被称为“拟态环境”的媒介之

中，日本的形象也是片面的。我们对日本采取的更是一种近乎全

盘否定的做法，尽管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，印有“日本尿素”的化肥袋

被我们一些人当作布料，但在观念中我们仍然认定日本是应被否

定的。在报道日本时，是尽力寻找其阴暗面，如在东京街头发现了

一个戴口罩的人就马上把他拍下来，以说明东京的空气污染是多

么的严重。在７０年代后期，人们的观念发生了些许变化，我们的媒

体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对日本进行正面的报道。但是，在这种报道

的最后，总要有一个转折，一定要指出其负的一面。把日本的“奇

迹”当作“经验”来研究则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的事。

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以后，为了发展经济，我们虽然引进了

日本先进的技术，但对于技术背后的文化、体制和社会心态，我们

仍然缺乏研究和进行深入的报道。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，还有观

点认为日本的经济奇迹是儒家文化的结果。恰成对照的是，正如

同一些日本人更认同欧美而非亚洲一样，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，有的

日本学者认为，日本经济的奇迹非但不是儒家文化的结果，甚至认

为日本文明不属于亚洲文明的范畴。近年来在日本进行的一些舆

论调查结果也表明，有许多日本人从内心深处对亚洲文化没有认

同感。

在我们与日本交往和认识日本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些障

碍。在２０世纪初，随着西方势力的东渐，“同文同种”这一据说由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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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浪人创造的词汇一时间成为表述中日关系的关键词。尽管对此

有不同的解释，但其大致的内涵是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具有相似

性和共通性。其实，这种模糊的概念曾给中日关系带来了莫大的

伤害。２０世纪初期，日本奉行扩张主义政策的右翼团体和人士，曾

以此为借口来笼络人心，以达到吞并中国的目的。同样是这样一

种概念也使得一些人误认他人为“同类”，以致做出了有辱国格的

行为。实际上，中日两国之间在文化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。如

果说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根基之一的话，那么在中文和日语之间，我

们能看到的更多的是差异性。关于日语的语系问题尽管有多种说

法，如日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等，但尚没有证据表明日语和汉语同属

一个语系。汉字在日语中只是一些被借用来表意的部分语言符

号，在日语的语言结构中属于极为表层的部分，并且，中日两国对

于汉字还有不同的解读。日语与朝鲜语等语言在结构上的相似性

也排除了中国和日本两国“同文同种”的说法。实际上，在中日两

国相互交往的过程中，人们常常发现彼此之间在价值取向上存在

着非同寻常的差异。

发生在东亚的近代化进程，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不

同的烙印，不同的记忆和际遇使得两国人民各自习得了在很大程

度上不同于以往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。

１８８５年，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福泽谕吉提出了“脱亚

入欧”论，主张在国际事务中谢绝东方的“恶友”———中国和朝鲜。

大概从这时起，中日两国之间便产生了另外一种不同的交往史。

日本不再奉中国为师，两国间的摩擦开始不断升级，直至日本开始

武装侵犯中国。日本“欺凌”中国的这一段历史以日本宣布无条件

投降而告终。日本对侵华战争等历史问题有不同的认识，不少日

本人视这场战争是针对白人殖民者的“解放战争”。如何克服分

歧、达成共识，是当时中日建交交涉中的焦点问题。

如今，在谈到当今的中日关系时，人们多用“政冷经热”来表

述，这种“政冷”实际上所表明的是两国之间存在隔阂和缺乏沟通

８ 媒介与社会变迁



和了解的现状。在日本，对中国有兴趣的年轻人越来越少，２００５年

“北京·东京论坛”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，近４０％的日本人对中国印

象欠佳，而在中国则有近７０％的人对日本有反感情绪。这一现象

表明，中日两国在价值取向上的共通之处也日趋减少。同时，这也

说明了对战后日本社会中价值取向的形成轨迹进行研究的必要

性。

２．对先行研究的评述

２．１　关于出版物与社会变迁

在每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之前，似乎都要发生一场知识传播

的革命，而每一次知识传播革命的爆发都有着特定的诱因。在印

刷术发明之后，在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之前的欧洲也发

生了一次被称为“知识爆炸”的知识革命。这一革命的导火索就是

基于印刷出版物的以往知识的迅速增加。借助于相对廉价的印刷

物，人们可以接触到过去的古典文献，这些古典文献丰富了人们关

于自我、社会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，使人们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精神

食粮，在让人们形成了新的世界观的同时也构成了思想革命的土

壤。这也许就是出版物的力量。

出版物的社会史

在现代意义上的书籍出现之前的中世纪，记忆享有很高的地

位，其价值在于人们将其视为美德的载体和思想的工具。在１２世

纪的时候，书籍的生产已逐渐离开寺院，开始迈进了世俗化的里

程。① 对此人们称之为“书籍革命”。形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是

大学教育制度的逐渐形成。

从１２世纪开始，由于大学的创建以及社会上律师、官吏和商人

等中产阶级的形成，社会上出现了新的读者群，书籍的生产渐渐地

开始世俗化起来。在这以前，神职人员是书籍的主要消费者，但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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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制度形成以后，教授和学生又成了主要的读者群之一，大学用

书的定期性和规模性也构成了书籍生产的主要动力。

中世纪的教学方法鼓励做课堂笔记和熟读强记，学生们所需

要的基本的参考书多是靠自己抄写或是雇人抄写，他们也可以向

专业的抄写员订购书。来自大学的这种需求，导致了大学城里书

记行会的形成，书记通常由神职人员担任，其中也有一些世俗人

士。由于他们被视为大学的一个分支，因而享有一些优厚的待遇，

如可以减免部分捐税和免除哨卫差役等。

从这时起，知识生活的中心已由修道院转移到了大学，书籍生

产的主要人员构成则成了教授、学生、工匠和技师。

在印刷书籍出现之前，抄写本制度（ｐｅｃｉａ）曾盛极一时，但后来

僧院抄书房（ｍｏｎａｓｔｉｃ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ｉａ）又开始占主导地位。这一现象被

称为僧院抄书房最后的黄金时期（ｌａｓｔｇｏｌｄｅｎａｇｅ）。① 在印刷术出

现以后，僧院抄书房又随即应用新的印刷技术来印制书籍，１４７０年

前后，在德国至少有７家僧院抄书房。②

为了保证手抄本的质量，在手抄本的誊写方面，大学制定了一

系列的管理措施。如手抄本的范本的字体都比较大，而且必须经

过认真的检查和校订。抄写完毕，范本必须经归还出借者后再出

借给他人。而且，在出租时把书分成若干部分，以便不同的人可以

同时抄写同一本书。这样，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多数抄本都

来自于同一个范本，避免了以讹传讹。有问题的范本将会被立即

调回。至于租金，则是由学校规定好的，任何人不得私自调价。这

种抄写本制度一直沿用到中世纪结束。

在１５世纪中期以前，手抄文化（ｓｃｒｉｂ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）文本皱褶不平、

缺少一致性。早期图书馆里的藏书多会起皱，而且在经过不计其

数的抄写之后，文本也开始破损。这时期的文本难以保存，其对社

会的影响也是有限的。一般说来，其读者对象主要是僧侣和为数

很少的大学学生，人们传播这些稀少文献所储存的信息的方式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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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是通过大声“朗读”口头传播给听众。

１５世纪中期，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术，由此而来的一个直接后果

是使出版物成为一种时兴的大众媒体，以往孤立的个人开始成为

受众，信息的大规模传播成为可能。在印刷术发明之前，读书多是

一种个人行为，其唯一的例外是，人们有时会聚集在一起听识字的

人念书，以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听书也是人们得以社会化的一条主

要途径。在 印 刷 术 出 现 以 后，同 一 性 （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）、同 步 性

（ｓｙｎｃｈｒｏｎａｚａｔｉｏｎ）随之成为一种全新的观念。

直到１８世纪，人们还不把印刷的书籍视为知识的可靠载体，中

世纪的著作被看成是对一个知识实体的摘要和记录，人们常常要

以此追溯到口头语境；在中世纪的寺院传统中，人们对于书写的语

言持有一种不同的看法，原因是因为人们认为最终要在个人的记

忆中去寻找这些书写的文字的依据，人们没有把书看成是人类记

忆的替代物，书籍只是人们用于帮助记忆的东西；在启蒙运动时

期，人们拒绝了记忆的艺术，原因是人们开始珍视观察、实验、智力

和推理，这意味着记忆艺术的终结在神话和历史之间出现了一个

明确的分界线。①

在１７世纪，随着记忆艺术的衰落，传播以往知识的功能开始脱

离人类的声音，人们开始求诸于书籍；并且，随着印刷的历史书籍

的传播的增加，人们开始认识到历史中的真实状况。②

在印刷文化出现之前，由于手抄本都是相对独立的复制物，其

复制和流传都缺少组织性和规模性，对于手抄本的数量从来就没

有一个大致的估计，这种模糊性、缺少规范和难预测性也正是手抄

文化的一个显著特性。但在印刷出版物出现之后，人们可以获得

完全相同的出版物，通过阅读文化人们得以获得的一个全新的观

念是，规范性和统一性。这种一致性不仅是形式上的，通过印刷书

籍，人们也习得了共同的行为和思维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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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物与近代社会的形成

Ｌ．费夫尔曾称这种接受知识方式的变化为由“耳朵的时代”到

“眼睛的时代”。后来这一观念又为麦克卢汉所发扬光大。① 有观

点认为，印刷物的出现也使得人类文化由意象文化（ｉｍａｇ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）

转换为文字文化（ｗｏｒ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）②，尽管人们对这种转换有不同的

看法。如果说这一说法成立的话，那么，这种转换所侧重的也许是

准确性和稳定性。

“处于不同地方的人们可以同时浏览完全相同的图像、地图和

图表，这本身就是一场传播革命。”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的大量生

产成为可能，从而催生了经营书籍的书店，为不同文化间的信息传

播和交流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。③

在手抄本时代，信息的传播主要经由口头传播、特殊的记忆工

具和文字，信息传播的范围有明显的局限性。但在印刷出版物出

现之后，文字信息成为更有效的传播方式，其受众范围也获得了革

命性的拓展。知识和信息的传播由此不再局限某一地点和空间，

一个抽象的符号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。这种传播方式对人们

的价值意识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影响是，人们不再把年长者看成是

有学识的人，因为一个年轻人完全可以靠勤奋来获得学识。

在可以通过研读书籍来获求知识的思维方式形成以后，基于

记忆等因素的信息传播方式逐渐式微，“集体记忆的性质发生了根

本性的转换”④。在印刷出版物进入市场之后，商业动力使书籍流

通的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。在印刷出版物的数量不断增加的

同时，历史上的手抄本也被大量付诸机械印刷。对于知识的推广

和传播来说，机械印刷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。不同文化间的交

流无疑会刺激人们的智力活动，大量的文本的出现，为新的观念和

方法的形成打下了基础。在１６世纪出现了所谓的“知识爆炸”

（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）。就知识的探求来说，由于人们可以购买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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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对廉价的印刷出版物，可以对不同的版本进行比较，而不必再依

赖于注释者或权威人士的意见。由此，在不同的出版物之间进行

相互参照（ｃｒｏｓ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ｉｎｇ）的时代便开始了。①

有学者认为，印刷书籍促进了异文化交流。而且，文艺复兴是

价值观撞击和演变（ｔｒａｎｓ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ａｌｕｅｓ）的结果。并且，文艺复

兴只不过是重新洗牌（ｒｅｓｈｕｆｆｌｉｎｇｃａｒｄｓ），其中许多牌都是旧的，但

由于历史和社会环境不同，这些牌又都是新的。印刷出版物在降

低了人类文化交流的成本的同时，也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提供了

方便、准确和可靠的交流方式。通过文字进行符号化和记载，不同

文化的精神体验可以得到不受时空限制的传播和共享。

印刷术是早期学术和科学活动的先决条件。②

由印刷出版物所带来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现象对人们的意识

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而且，从本质上讲，始于十六七世纪的西欧的

现代化进程，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进程。这种标准

化导致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趋同性。

在１６至１８世纪之间，当人们开始用印刷机印制书籍时，新的

书籍形式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人们将其称之为

“白彻底地击败了黑”。通过用段落来分割连贯的文本和首行缩进

以及空格来引进的间歇空间，使人们在阅读时可以停顿下来进行

思考，从而导致了对话的秩序的形成。新时代的出版人通过拆割

文本，无论在视觉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使人们的阅读行为大为

改观。③

人们在印制《圣经》时也采用了这种新式的排版和装帧方法，

对于把《圣经》中的文本分成章和节，洛克感到难以接受，他认为，

这有可能打断神的语言的强有力的整合性。而且，任何一个教支

和派别都可以通过《圣经》的一个段落来证明其正统性。④

在《想象的共同体》中，本尼迪克特·安德森曾指出出版物在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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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的变革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，他认为“印刷品（ｐｒｉｎｔ—ａｓ—

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）是孕育全新的同时性观念的关键”。书籍对人类文明

进步的一大贡献是加快了人们相互之间交换信息和观念的速度。

用弗朗西斯·培根的话来说，就是印刷术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的面

貌和状态。到１５００年时，欧洲至少已经印行了２０００万本书，这也

即是本雅明所说的“机械再生时代”的发轫。而到１６００年时，印刷

的书籍已达２亿册。

而且，一旦出版业作为资本主义的企业形态被确立下来以后，

书籍出版商便在不停地拓展着自己的市场，印刷商纷纷在欧洲各

地建立分厂。从１５２０年到１５４０年的２０年时间，用德文出版的书

籍的数量比１５００年到１５２０年这段时间所出版的书籍数量的３倍

还要多。在１５２２年到１５４６年间，共出版了４３０种路德圣经译本。

在新教与罗马教廷之间展开的“‘争夺人心战’中，新教正因其深谙

运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日益扩张的方言出版市场之道，因而基本

上始终采取攻势，而反宗教改革一方则处于守势，捍卫拉丁文的堡

垒。……最能让人体会这种受困的心态的是弗朗索瓦一世在１５３５
年恐慌地下诏禁止在其领地印行任何书籍———违反者处以绞

刑”。①

在上述意义上，出版物既是社会变迁的催化剂，也是社会得以

维系的黏合剂。

２．２　关于美国对战后日本媒体所实施的改革的研究

要论述战后日本媒介的形成和起点，就不得不涉及美国在战

后对日本媒体所实施的改革。在论及战后改革时，日本学界的观

点也不尽相同，尽管其中不乏左中右的观点，但从政治的角度来

说，对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对日改革，如今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其不

完善的一面。首先，就日本国宪法而言，由于在该宪法的第九条规

定日本永远放弃战争且不再拥有军队，因而这一对日本有限制作

用的条款始终是日本人要求修改宪法的动因。不少日本人认为战

４１ 媒介与社会变迁

① 本尼迪克特·安德森：《想象的共同体：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》，吴睿人译，上海：上
海世纪出版集团，２００３年，第４８—４９页。



后日本的宪法是战胜国强加于战败国的，由于其不能反映本国人

的意志，因而要加以修正，也就是说，日本国的宪法应由日本人来

制定。在战后初期的日本，由于美国采取的是严厉的审查制度，从

而形成了一个“封闭的语言空间”。①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，如同宪

法一样，战后日本的许多制度和政策，都是美国所强行加予的，所

以要对战后改革进行总的“清算”。

有的学者尽管不从正面否定由美国所实施的改革，但也在指

责美国式改革所存在的问题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“未完成的

改革论”。这种观点认为在战后初期美国在日本所实施的改革是

正确的应予肯定的，但在朝鲜战争爆发后，迫于“冷战”的需要，美

国便放弃了对日本进行民主改革的计划。如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

清除共产党员，被开除了公职的战犯又重新得到重用等。持这种

观点的学者所要批判的是尊重民主、自由和个人权利的美国并不

以理念为重，日本社会的发展和未来在美国的国家战略中仅居于

次要地位。②

上述两种倾向也大致可以概括日本人对战后初期由美国所实

施的对日本的大众传媒的改革的态度。即美国式的改革是极具片

面性的，日本媒体所享受的“自由”被附加了许多限制条件。占领

军虽称媒体应自由，但与占领军有关，尤其是不利于占领军的报道

则在被禁之列。因而这种自由显然不是真正的自由。

有一种倾向认为，就美国对日本媒体的改革政策来说，在其出

发点上就存在很大的问题。占领当局在对日本媒体进行改革时，

没有要从根本上清除日本旧有的行政势力对日本媒体的影响的设

想，而且甚至还有想借助旧有的统治机构来进行改革的幻想，这一

点从最初制定的媒体改革计划中也完全可以看得出来。也就是

说，对日占领政策制定者认为，日本的媒体在本质上是热爱民主和

自由的，因而，在军国主义者被解除武装后，日本的报纸和电台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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